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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 — 1956 年，16 个国家的 1300 余名高科技人才，先后冲破美国等国阻挠政策毅然

回国。论文对这期间归国科技人员的数量、国别、教育背景和学术地位等进行统计，特别是对这一群

体归国后对于国家科研院所机制建设、学科建设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开拓性意义予以总结。通

过对这一群体特征的数据分析可知，归国科技人员都接受了系统的专业教育，专业涉及军工、化学、

生物、数学等多个科技领域，学术水准多具有世界前沿水平。这一批人才的归国，为新中国科技布

局、专业提升及相关人才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中国科技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的根基，

推动了中国科技水平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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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trategic policy aiming to at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to return. This 

statist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between 1949 and 1956, over 1,300 such people returned from 16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f those returnees had received a systematic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fields such as industry, chemistry, biology, and mathematics, and many at a world-leading standard. Their 

return laid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knowledge base and tertiary education system in relevant fields, 

making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untr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如何迅速聚集人才，是经济恢复、强化工业化建设进而

增强国力的关键所在。1952 年，全国大专毕业的知识分子仅有 23 万人，其中科技人员只有 9000 多人，

不少学科一片空白，无法培养所需人才。此时，召唤在海外留学或已在海外任职的 5000 余名中国留

学人员（其中科技人才占 70%）回国服务，［1］是当时快速缓解各领域人才匮乏最有效的对策，也是

在若干项目上追赶和接近世界前沿的战略之举。

目前，学界对归国科技人员的个人研究，已有较丰硕的成果；对于 1949-1956 年归国的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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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群体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但从已有研究看，有关归国科技人员的政策措施、领域分布、群体特

征、科技贡献等方面尚有再探讨的空间。①本文利用相关史料，对于 1949 — 1956 年归国科技人员的

数量、国别、教育背景和学术地位等进行统计，特别是对这一群体归国后对于国家科研院所机制建

设、学科建设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开拓性意义予以总结，力求呈现归国科技人员群体对于中

国经济发展、科技体系建设和人才培育等领域做出的不容忽视的奠基性贡献，并试图探究这一群体

的归国与知识体系转移、学术体系更新间的规律性特征。

一、留学科技人员回国的背景因素

在冷战背景下，东西方阵营对峙是影响东西方国家认知、民族情感的重要时代要素，也给不同

阵营的人员流动特别是科技人员流动带来了极大障碍。由此，基于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的中国留学

人员、定居海外的科技人员，在去留问题上承受着个人前途甚至安全威胁的巨大压力。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激发了留学科技人员的民族自豪感，也激发了他们对建设国家、家乡的巨大责

任感，纷纷掀起了回国潮。

（一）海外留学人员对新中国的认同  
近代以来中国的内忧外患和积贫积弱，根源在于社会动荡、经济不发达和工业化成长缓慢，其

中科技落后、人才缺乏又是根本性的阻碍因素。20 世纪后，不少志士仁人都积极倡导科学是救国强

国的灵丹妙药，一些爱国青年选择出国留学，以学习应用学科为志向，希望学成回国为振兴中华有

所作为。这一思潮，对于战争环境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影响深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内外政策上彰显出民族自尊，前所未有地激发了海外留学人员的

自豪感和认同感。1949 年 4 月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中共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使海外

留学人员为之振奋。1950-1953 年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迫使不可一世的美军签署和平协议，更使

海外留学人员扬眉吐气。新中国对于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腐败案件的果断处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和政府敢于自我革命的力度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大提升了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共产党

的认同感，以及对新政权的归属感。［2］

（二）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政策举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共在接管各地城市、恢复工业生产时就深感相关人才缺乏的重

要性。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留用国民政府聘用的管理、科技人才外，中共中央将

眼光投向海外，指示要加强对留美科技人员的工作。1945 年即组建的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②，利

用《华侨日报》宣传国内局势和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以打消留学科技人员的疑虑，驳斥国民党当

局的污蔑。1949 年 7 月 13 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指出：“共产党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苗丹国的《出国留学六十年：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

国政策的形成、变革与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陈丹的《20 世纪 50 年代归国留美学人：困境、组织

与贡献》（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2 年），梁士刚的《建国初期科技人员归国热回顾》（《中国民航学院学报（综合

版）》1989 年第 3 期），李佩珊的《1949 年以后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辩证

法通讯》1989 年第 4 期），左玲、何虹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归国人才群体的基本特点》（《广东省社会主义

学院学报》2023 年第 1 期），赖继年的《留英生与当代中国——以归国人员为中心》（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年），张俊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年）以及柳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归国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研究（1949-1956）》（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21 年）等等。

② 1945 年夏，董必武在纽约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整顿工作，建立了以“星五座谈会”为代号的领导

小组。1949 年初，周恩来在西柏坡听取领导小组成员的汇报，该组织在美国开展工作后，指示代号为“星五座

谈会”的党组织应称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参见傅琳：《留美科协成立始末》，《北京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40~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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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除少数反动派以外的广大人民，同时共产党是最尊重科学，拥护科学真理的革命党。”［3］1949

年 12 月 18 日，周恩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党和政府郑重邀请世界各地的海外学子回国参加 

建设。［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即在所属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

会”，先后制定和通过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则》《回国留学生执行办法》和《对接济国

外留学生返国旅费暂行办法》，依法依规安排归国宣传、留学生回国后接待以及食宿、工作和学习等

事项。1951 年 3 月，教育部出台《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的原则》，鼓励学成者尽快

回国，已与企业、机关学校商定工作者，协助其回国；帮助受政治迫害者回国。［5］1956 年 6 月，国

务院明确指出，“国民党派在国外的外交官员、和在外国政府和联合国担任军政职务的高级知识分子，

只要他们愿意回国也是欢迎的，但争取的重点应该是科学技术人员。”［6］

在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之争主导着国家关系，留学科技人员回国之路决非坦途，国民党当局

和美国政府等会极力阻挠，党和政府对此进行全力声援与交涉。1949 年 9 月起，李四光离开英国，

经瑞士等国辗转回国，遭到国民党当局阻挠。11 月，周恩来指示吴文焘、王稼祥与李四光接触，并

对他们进行保护。［7］1950 年，拟回国的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扣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在日本被

美国占领当局非法扣押，中国政府都予以强烈抗议，谴责这种违背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行为。1955

年 9 月 10 日，中美通过日内瓦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

国大使协议的声明》，双方承认在对方国的公民享有自由返回的权利，并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尽快返

回，［8］钱学森等才得以获准归国。

党和政府对于留学科技人员回国后的工作和科研条件做了尽可能好的安排。1956 年 1 月，周恩

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要保证让知识分子将精力用在科研工作上，“具有首要意

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9］6 月，高等教育部、

公安部、外交部、内务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工作的几个问题》

明确指出，归国留学生的工作由政府统一分配，以所学专长、本人志愿并结合国家需要进行分配。

妥善解决留学生的生活问题，归国一个月即可投入工作。［10］如南开大学及时给归国的何炳林、陈茹

玉夫妇“准备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并且向国外订购了专用的科学仪器设备”。［11］7 月 6 日，米哈伊洛

夫院士在苏联科学家主席团会议上谈及中国支持科研的情况时表示，“他们在大量从事研究外国文献

的工作，有时候他们丰富的藏书和期刊拥有量让我感到惊讶。”［12］这一系列重视科技工作和科技人

员的举措，对于海外科技人员的归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生活待遇上，党和政府对归国科技人员尽力优待，其工资收入均高于国内毕业的科技人员。

1956 年 9 月 5 日，国务院人事局回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并转发各部门、各省、

市，“凡选送大专学校或者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出国学习的，归国后的工资应稍高于国内同等学历毕

业生分配工作以后的工资待遇；对于在学习中有特殊成就的（如获得副博士、博士学位的），还可适

当提高。”［13］12 月 3 日，卫生部发出指示，强调归国人员在工资和生活待遇方面，应高于国内大学

生毕业生一至二级，其他高级技术人员，可考虑比国内同类人员适当提高。对其家庭人员生活应予

保障。住房、粮、油等供应尽量予以照顾。［14］

（三）留学生团体与报刊的宣传推动  
留学生团体积极推动留学科技人员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架起了祖国与海外留学人员联系的桥梁。

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Chinese Scientific Workers’Association in U.S.A.）( 以下简称“留美科协”)，是

部分留美人员于 1949 年初在美国建立的团体，介绍了不少科技专家取道香港回国。1950 年 1 月 27 日，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向留美科协发函，称“新中国诞生后各种建设已逐步展开，各方面都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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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现在愿意为人民服务，我们都应当争取他们回国”。［15］留美科协积极响

应号召，特地召开会议，编制《回国手册》，开辟旧金山—香港—上海—东北和华北的回国路线，［16］

推动留学生回国。1949 年夏，留英中国学生总会在剑桥大学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对国民党、拥护共

产党、支持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决议。7 月，会长黄新民与 30 余名留学生一起归国。［17］中国留日同

学总会也为动员留学生回国做了不少工作。［18］

留学生协会创办的报刊，发表不少文章介绍国内情况、宣传吸引留学生回国的相关政策等。《留

美科协通讯》《留美学生通讯》《华侨日报》《侨联》半月刊等载文，就留学生的归国问题进行解疑答

惑。1949 年 5 月 14 日，《留美学生通讯》发表了《钱三强致 ×× 兄》公开信，以亲身体会号召大家

回国服务。［19］《留美学生通讯》在第 1 卷第 7 期、第 3 卷第 8 期分别刊登了《钱三强致葛庭燧》《朱

光亚等 52 人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如实介绍国内建设情况，消除了不少人的顾虑。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不少留学科技人员满怀报效祖国、建设新中国的希望，纷纷从欧美等地回

国。1949 — 1954 年，在文教委登记回国的留学生即有约 2000 人，直接就业者 1424 人，其中理工农

医类科技人员占归国留学生就业总数的 52.8%。［20］

二、归国科技人员的群体特征

1949 — 1956 年，是留学科技人员归国较为集中的一个时段。笔者综合有关资料，初步统计约为

1300 余人。［21］结合马祖圣的《历年出国 / 回国科技人员总览（1840 — 1949）》及其他资料，去掉重

复统计部分，1949 —1956 年，有姓名记载且能查到个人资料的归国科技人员有 819 人（包含 1949 年

前留学苏联回国科技人员，但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苏回国科技人员）。本文着重对这一群

体进行分析。

（一）两个归国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留学科技人员归国形成两次高潮。第一次是 1949 — 1951 年，华罗

庚、李四光、葛庭燧、程开甲、傅鹰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50 年春，华罗庚从美国经香港抵达北

京，途中写下《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称世界上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营垒，“一个是为大众

谋福利的，另一个是专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打算利益的。前者是站在正义方面，有真理依据的；后者

是充满矛盾的。”所以，“为人类的幸福，应当抉择在真理的光明的一面，应当选择在为多数人利益的

一面。”［22］呼吁留美人员担负起祖国建设和发展的任务。华罗庚的声誉以及行动，在当时海外中国

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留学科技人员也纷纷归国效力。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 年 10 月，美国司法部移民局发布《禁止中国学生出境之命令》，

规定在美中国留学生、学者一律不准出境，违反者“将判处 5000 美元以下的罚金或 5 年以下的徒刑，

或同时予以两种处分”。［23］此禁令致使 1952 年留学科技人员归国人数急剧减少。

留学科技人员归国的第二次高潮是 1955 — 1956 年。随着朝鲜战争结束，麦卡锡主义逐步退

潮，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归国的管制措施有所松动，中国政府也积极展开抗议与交涉，在美部分留学

生、学者纷纷抗争。经过多次中美大使级会谈，1955 年 9 月 10 日，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协议的声明》，承认在本国的对方国民享有返回权利。由

此，留学科技人员归国数量有了较大增长，较为著名的有钱学森、林同骥、施履吉、谢家麟等。1956

年 2 月，归国后的钱学森致信诚邀力学专家郭永怀归国，11 月郭永怀毅然归国，致力于力学研究所的 

工作。

（二）国别分布  
笔者统计的这一时期归国科技人员的国别共计 16 个，其中从美国归来者 593 人，占归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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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总数的 72.4%；从英国归国者 97 人，占 11.8%；从日本归国者 36 人，占 4.4%；从法国归国者

32 人，占 3.9%；从加拿大归国者 15 人，占 1.8%；从瑞士归国者 8 人，占 1%；从丹麦、荷兰、德

国归国者各占 6 人，分别占 0.7%；其余分别由比利时、瑞典、苏联、印尼、印度、菲律宾、新西兰 

归来。

归国科技人员多数来自美、英、法等经济发达国家，除了其科技水平处于全球前沿为留学首

选国因素之外，也与 1949 年前国民政府对留学国别与名额的限定有关，如当时自费留学国别限定

“美、法、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荷兰、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24］公费留学不

仅限定国家，并规定了各国留学的名额及专业。［25］其次，在“二战”遭受重创的欧洲国家中，战

后只有英、法尚可安置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未受战火破坏的美国，成为此时各国学生留学选择的

理想国度。“战后蒋美关系密切，美国不仅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提供奖学金，鼓励

中国学生前往留学；而国民党政府为了战后的重建工作，也大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各种进修人

员、技术人员。”［26］不在公费留学支持国家之列的日本，因其路途近、费用少也吸引了不少留学生 

深造。

（三）教育背景  
归国科技人员一般都有着优异的学历背景。在前述可查到简历的 819 名归国科技人员中，获得

博士学位者 449 人，占总数 54.8%；获得硕士学位者 302 人，占 36.9%；获得学士学位者 64 人，占

7.8%；其他 4 人，占 0.5%。“其他 4 人”中，汤德全已担任瑞士卜郎勃机电厂设计工程师，王运丰获

得了德国国授工程师，王绶琯受聘于伦敦大学天文台助理天文学家，华罗庚已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终身教授。

归国科技人员的学历普遍较高，主要是多数留学生都经历了出国选拔考试，只有少数是出国

访学或进修。国民政府教育法令规定：无论申请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均须具有在大学或专科所

学专业从事两年以上工作的资格，并经教育部考试选拔方可出国留学。这些优秀学子在留学国再

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历练，并获得不同层次的专业学历和学位，积累了其系统的专业知识

和坚实的科研实力。此外，一小部分出国访问或进修人员也均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如国内航工

工程毕业的陆孝彭，被派往英国航空企业学习；国内机械专业毕业的王仁东，经竺可桢推荐赴美

国进修。

819 位归国科技人员的所修学科，覆盖了理、工、农、医四大学科门类，研读专业达 247 个，涉

及水利、冶金、地质、数学等紧缺专业，还有原子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等

中国几乎空白或相当薄弱的专业。有关部门根据学历及专长来分配归国科技人员的工作，其中，381

人安排在高等院校，409 名进入科研机关及医疗院所，23 名进入重要的国营工厂，只有 6 人未登记工

作安排。1955 年，国务院批准颁布的科技领域首批学部委员共 172 人，具有留学欧美背景者占主流，

其中留美者 77 人，留欧者 59 人，留日者 7 人，总计 143 人。

这样一个掌握世界前沿科技知识，热爱祖国、甘于奉献的归国科技人员群体，虽然人数有限，

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中国诸多科技领域的空白。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科研

成果，对于科技体系、教育体系的建设及人才培养，都发挥了重要的奠基和引导作用，其价值和意

义无可估量。

三、归国科技人员的巨大贡献

归国科技人员回国后投身祖国建设第一线，许多人成为科技领域、各重要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

人，为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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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奠定国防科技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科研力量薄弱，全国仅有科研机构 22 个，研究人员 200 多人，

设备简陋，资金缺乏，进行高水平科研的能力严重不足，一些关乎国防、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科技，

几乎一片空白。归国科技人员不畏艰难，白手起家，在国防尖端技术领域艰苦奋斗，填补和创建了

国内的空白领域和学科，奠定了国防事业的基础。

几经周折回国的钱学森对中国国防科技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

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

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再比如，归

国科学家王承书、张文裕夫妇隐姓埋名多年，默默无闻地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王承书 1956 年底

研究同位素分离，填补了国内此项科研空白；1959 年攻克了热核聚变原理，奠定了中国受控热核

聚变的理论基础；1960 年，开始独立研究铀浓缩的理论和技术。［27］他们为研发原子弹做出了重要 

贡献。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国家之

一。1999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

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8］在 23 名获得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 17 名是归

国科技人员，其中有 12 名是 1949 — 1956 年归国的，他们是王淦昌（1949 年归国）、彭桓武（1949

年归国）、任新民（1949 年归国）、程开甲（1950 年归国）、吴自良（1950 年归国）、朱光亚（1950

年归国）、王季希（1950 年归国）、邓稼先（1950 年归国）、钱学森（1955 年归国）、陈能宽（1955

年归国）、郭永怀（1956 年归国）、杨嘉墀（1956 年归国）。在年富力强之际，他们以身许国，成

为向现代科技进军的先驱和楷模，［29］为国防尖端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和保障国家安全做出了重大 

贡献。

（二）开创科技领域先河  
归国科技人员加入各研究院所或高校，发挥专业所长，有力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其

成果转化为工业产能产生了良好效果。涂光炽首次提出了我国相当多的铀矿床系改造成矿作用的新

见解，［30］引进多门新技术和理论、首开地球化学课程，开拓了矿床铅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的领域，

解决了高速飞机的耐高温隔热涂层、核潜艇的高温耐水、火箭的高温密封等矿物复合材料问题。叶

渚沛提出用化学工程学的方法和观点来进行冶金的过程及设备，开创了化工冶金研究新领域；从流

体力学、传热、传质等角度提出了“三高一喷”新工艺，为高炉冶炼告钛铁矿开辟了新路。朱淇昌

提出二元二位轨道电器的双线单向交流自动闭塞方案，解决了京山铁路线的自动闭塞系统难题，研

制了用作传输自动闭塞信息的轨道电路，开创了铁路信号自动闭塞及半自动闭塞领域，为铁路运输

发展贡献卓著。中国现代蛋白质研究的奠基人曹天钦，1952 年回国后即筹建实验室，开展肌肉蛋白

质、胶原蛋白质、神经系统蛋白质等研究。70 年代后，他开始研究植物类菌原体，同时钻研了水稻

黑条矮缩病毒、烟草花叶病毒等病毒形态和外壳蛋白的物化性质，研究病毒的解离聚合等，开创了

中国植物病毒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的先河。［31］钮经义归国后进入曹天钦领导的科研组，负责人工合成

胰岛素合成方案的设计、合成路线的选择和难题的解决，取得了合成胰岛素原 C 肽的新方法和成果。

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开创了人工合成蛋白的时代。鉴于他完整参与 B 链合成且成就突出，作为中

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集体的代表，入选 1979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成为中国申报诺贝尔奖的

第一人。［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既没有半导体工业也谈不上半导体的科学研究。1956 年 11 月，在

归国科技人员王守武和林兰英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室研发出第一只锗合金晶体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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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快速计算机打下坚实基础。1956 年，化学家何炳林、陈茹玉夫妇回国，在南开大学从事教育和

科研。1957 年，因发展农业需要，陈茹玉接受了试制新农药的任务，从有机化学分析转到农业化学

研究领域，1959 年她研发出防治虫害效果很好的磷杀虫剂——敌百虫，填补了我国农药方面的一项

空白。60 年代，她从事化学除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研制。她还首次在国内提倡开展农药方面化

学结构与生物活性定量关系的研究。有机磷除草剂的研究缩短了新农药的开发周期，有利于提高粮

食亩产量，农业经济价值极高。

诸如此类开创科技领域先河的归国科技人员还有很多，如中国光学之父王大衍、坦克之父王运

丰、土流变学和岩石力学的奠基人陈宗基等。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赘述。

（三）培养科技骨干人才  
科技研发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续努力，需要“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新生力量。20 世纪 50 年代，

多数归国科技人员的工作单位是中科院或者高等学府，他们在构建各院所科研主体框架和研究体系

时，非常注重培养科技人才，在实现科研代际传承的同时，寻求从量变到质变的厚积薄发和突破

发展。

归国科技人员谢希德是培养科技人才卓有成效的代表之一。1952 — 1956 年，谢希德在复旦大

学先后主讲 6 门基础课和专业课，都编写了教材和教义。［33］她创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规定，每位教

授独立选择专业方向，组建研究团队，筹措研究经费并招收研究生，将一批青年人才推向科研前沿。

她先后培养了资剑、沈丁立、金晓峰等 10 余名博士。这些科研骨干挑起科研重担，成为复旦大学相

关领域的脊梁。［34］她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期间，建议利用现有的理科基础，加强各学科间的横向联

系，发展某些工程和技术科学，培养更多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广、能向边缘科学进军的理论与应用

相结合的科学技术人才。［35］再如归国科学家曹建猷，为尽快培养出电气化方向的新生力量，每年亲

自挑选优秀毕业生留校，选拔形式灵活，不拘泥于成绩，着重考察学生的反应、逻辑思维和创新能

力。后来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钱清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36］

归国科技人员也十分注重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王绶琯曾致函数十位院士和专家，呼吁共同

参与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活动，为青少年创造机遇，让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学生通过接触科学家，

认识科学，喜爱科研。［37］作为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创始人，他亲自考察评议学生并联络专家进

行指导，推动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对中学生开放。在他的努力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培养青

少年人才成果显著，早期会员洪伟哲、臧充之等已是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钱文锋、丛欢等在科

研上都能够独当一面。

（四）塑造中国科技新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作为工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实力和科学家被高度重视，

科学家被视为“国宝”。如前所述，政府对科技人员的科研条件尽力满足，重视其生活问题和家属照

顾。如，归国科技人员赵忠尧被驻日美军扣押后，其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中科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

处将生活补助费按月发给赵忠尧在南京的眷属。［38］中国政府善待科学家的这些举措，在国际上树立

了重视科学、爱惜人才的良好形象。

归国科技人员的科学素养、专业水准和奉献精神，使得苏联、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科技能力的

认识发生了变化。1956 年 7 月 6 日，苏联米哈伊洛夫院士认为，近两三年许多著名科学家返回中

国，“他们的水平毫无疑问与我们苏联科学家的水平相当”。［39］苏联应该重新审视以往的做法，应

该“选派专业水平高、最有才能的专家去中国”。［40］西萨基扬通讯院士认为，以往认为中国全面落

后的想法是不对的，中国的有些学科研究水平高于苏联。如在归国科技人员沈善炯、张为申等努力

下，中国抗生素研究从空白到“青霉素已能自制，可到 1600 单位，合乎国际标准”。［41］西萨基扬

认为：“中国的抗生素工业和抗生素研究的水平比我们要高得多。同样的情况还有天然合成物化学

和药物化学。”［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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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科技人员的科技能力，也使西方学者对中国科技水平的认知大有改变。1958 年 7 月，在

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西欧核子研究中心高能加速器和 π 介子物理研讨会，以中国科学家身份

赴会的归国物理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得到了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高度 

评价。

综合而言，这一时期的归国科技人员大多在科研院所或大学服务。他们以世界前沿的学术水准

和领军人物的战略布局，不仅充实了水利、冶金、数学、地质等国家急需专业；填补了原子核物理、

半导体物理学、材料科学、空气动力学、无机化学等空白或薄弱专业，也开创了国内多个科研领域

的先河，带动了一批科技人才的成长。这些学科逐步成为中国科研攻关的重镇，推动了国防尖端技

术发展，也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吸引和保障海外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的回

归，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保障科技人员的科研条件、物质待遇和生活需求。制度优势为他们发挥专

业能力、做出世界水平科研成果提供了保障。这种善待人才与保障制度的相得益彰，使得中国多

个领域的科研水平、知识体系构建和人才培养，都发生了重要的显著变化，也为今天提供了重

要的历史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留学潮与归国潮，同样涌现出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他

们是新时代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重要力量。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与优势，历史的经验值得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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